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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最近参加《辞海》的编订工作，曾经翻阅和参考了姜亮夫纂

定、陶秋英校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华

书局出版，下简称《综表 。

《综表》根据钱大听、吴修、钱椒、陆心源、张鸣珂、闵尔昌

及姜先生自撰《六续疑年录》加以搜稽，补以吴荣光的《年谱》、

梁廷灿的《年表》、张惟驤的《疑年录》，和参考《二十四史》、

《琬琰集》、《鹤征集》、《碑传集续集》以至有关文集等汇订考核成

书。搜集的方面很是广博，考证历代人物的生卒、里第，也较梁

廷灿等书精详，是目前稽查我国历史人物的生卒、里第、碑传较

好的一部工具书。

但是，就接触到的部分人物中稍加推敲，发现《综表》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试为举例如下：

（一）年代错讹，违反历史事实。康广仁是一八九八年“戊戌

政变”牺牲的“六君子”之一，《综表》作卒于一九 年庚子

（七五二页），写成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了。陈化成是一八四二年

吴淞抗战时牺牲的，《综表》作卒于一八四三年（七三 页，下注

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说明不是排校错误），一八四二年八月“南

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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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条约”签订，陈化成怎会卒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这些人

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事件中牺牲的人物，不应忽视。

（二）因袭旧说，未加仔细考核。东汉时撰《说文解字》的许

年，卒于公元一二四年慎，《综表》作生于公元三 ，末栏《备

考》罗列了很多参考资料。但是如果细心考核一下，即有问题。按

如以生年为公元三 年，则与其老师贾逵同庚，师弟同庚，或许

还有可能；但许慎之子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却撰于建元元年

（公元一二一年），表中称“：臣父故大尉南尉祭酒”，那么说许慎

死在许冲上表之后的三年（公元一二四年），就有问题了。

（三）参稽史传，容有推敲余地。北朝时的熊安生，《综表》作

卒于公元五七八年（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按《周书》卷四十五

《儒林传》、《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传》均称“：周武帝宣政元年

戊戌，拜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其时年已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既云“寻致仕”，则是否卒于公元五七八年，尚可推敲，似以加一

“约”字较为稳妥。

（四）抄校失检，里第不能误投。清季的张荫桓与康有为同籍，

四页）。广东南海人。《综表》作“南汇人（”七 将广东南海，误

作江苏南汇（今隶上海），真是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了。

（五）脱略之处，应予设法补订。历代人物的生卒，有的确属

无法稽考，当然“宁阙如也”。但是有的只要稍加留意，还是可以

查究出来的，似应补订。例如上述康广仁的生年为一八六七年，见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是可以查补的。

其他属于排校错误的，如宋代的蔡沈，误作蔡沉（三二六

页）；清代杨深秀号“孴孴子”，误作“孴子”；⋯⋯等等。也不一

一枚举了。

因此，《综表》虽是目前查考我国历史人物生卒、里第、碑传

较好的一部工具书，但是脱漏错误，还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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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定《综表》的成就，但作为一部工具

书来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错误，特别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改

正的错误。历史上人物的生卒年月，后人须作为周年纪念的参考；

历史人物的里第，后人也须作为拟撰《地方志》的参考。如果以

一九六 年来纪念“戊戌六君子”康广仁的逝世六十周年，以张

荫桓编入《南汇县志》，那就不对了。

上述事例，只是就接触到的人物中提出一些问题，并未通检

全书。希望姜、陶两位能够详加复检，严予考核，使《综表》成

为一部质量更高的工具书。

《文汇报》 年 月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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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代直隶（今河北）大名人。生于乾隆五

年（ 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 年），他曾任福建罗源县、上

杭县知县，后以“老病乞休，往来于河北，以著述自娱”。

他初治宋元理学，后以“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经，以考

古帝王圣贤行事之实 著作很多，以《考信”（。刘师培：《崔述传

录》最为著名。

《考信录》包括《考古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

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

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

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共三十六卷。

是考证我国上古史事和孔子、孟子事迹的撰著（丰镐是周代旧都，

《丰镐考信录》是考释周代史事的；洙、泗原为鲁国两条水名，《洙泗

考信录》是考核孔子生平事迹的）。他根据《史记》所称“：载籍极博，

犹考信于六艺”，以名其书。相传他在写作时“，积哀劳，病作几死者

屡矣”“，益发愤自励”“，考古著书弗辍”，花了十余年的功夫“，全书

告成”。可知他是花了一番比较艰苦的劳动的。

自序》说“《考信录 ：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

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

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

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

崔述及其《考信录》简介

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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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辟其谬而删削之，题之曰《考信录》。”因此，他是以儒家经典为

主，而以诸子百家为“异端”的。他并不泥守古训，善于怀疑，根据经

书，爬梳整理，加以考辨，可供研究我国上古历史和孔、孟行事的参

考。

但是，由于崔述只相信几部儒家经典“，折衷于孔、孟，取信于

《诗》、《书》”，把文献资料局限于几部经书中；他又“以维持圣经为

己任”，而不是从大量资料中加以严格甄别，客观考核，去伪存真，

这样就不免陷于武断。例如他以为“杨氏之说盛行于战国，甚于墨

氏，何以其 而谓“：汉书不传于后，而班、马皆不知有此一家学乎

人之所谓道德、名、法，皆杨氏也。（”《孟子事实录》）怀着排斥“异

端”的偏见，以为道德、名、法都是杨朱学说的流派，将儒家以外的

一切“邪说”，都归到杨、墨两家。抱着这种门户之见，遂使所考的

“信”有的不尽可信，所求的“是”有的不是真“是”。

过去史学家对崔述的《考信录 过分夸张，梁启超说“：其考证

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王（鸣盛），

可谓豪杰之士也。”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 这是不够妥当

的。因为崔述非但没有看到或运用出土实物，所根据的文献，又为

尊儒术、尊“圣经”、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狭隘的封

建“卫道”观点所局限，以致所得的结论不尽可据，且夹杂了一些封

建性的糟粕。但以为《考信录》毫无价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他

毕竟将我国上古历史的文献资料，做过一番搜稽整理，对古史、古

籍的考证，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考证的史事和对古籍的解释，

有的至今还有用处。所以，他仍可供参考之用。

崔述的撰著，道光年间即有刊本流传，此后曾经重印，以顾颉

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较为完备（一九三六年六月亚东图书馆

版），《考信录》即收录在《崔东壁遗书》之内。

《文汇报 日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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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和经学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作

为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籍；作

为中国封建文化主体的，是儒家经学。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它的释义是“经维”，就是

“经营”的意思。起初也写作“巠”，好像织布机的纵线型，就是

“经纬”的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也。”清人段

玉裁注：“丝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

“经”作为典籍解释，到战国以后才出现。先秦诸子提到

“经”的记载有：

《管子 戒篇》“：泽其四经。”

《荀子 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日：其数则始

于诵经。”

《庄子

《管子》是战国时的作品，“四经”就是“四术”，即诗、书、礼、

天道篇》属乐。《荀子》将“经”作典籍解释。《庄子 “外篇”，

应是后人所作。所以“经”作为中国儒家编著书籍的解释，应在

战国以后。

秦始皇统一六国，禁止“私学”，只许士人学习秦朝的法令制

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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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朝廷上仍有博士和儒生，不过博士不限于儒生，讲法家的

黄疵也是博士，还有叫做“占梦博士”的。西汉初期，指导政治

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术，儒家博士不为朝

廷所重视，儒家经籍也没有正式为政府所“法定”。直到汉武帝，

选拔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独尊儒家以后，非

儒家的诸子百家概被罢斥，以孔子著述为代表的儒家书籍，才正

式成为封建政府“法定”的“经典”。

最初“法定”的儒家经典，有《诗》（《鲁诗》、《齐诗》、《韩

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传》）五经。

《史记 儒林传》说：“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

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

《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

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

《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 儒林传赞》

说：“武帝立五经博士， 初，《书》惟有欧阳，《礼》后，

《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样，便有了“五经博士”，五部

经书遂成为法定的儒家“经典”，博士也仅限于儒生。并为博士设

弟子员，选拔高第为郎中。借以奖励儒术。汉武帝利用儒家学说

以巩固皇权，儒家书籍也被封建政府“法定”为“经”了。

但，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并不是把所有

流传下来的儒家书籍都“法定”为“经”，而是从古代儒家书籍中

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

以前的儒家书籍，也不都称为“经”。“经”是经过他们挑选，认

为“合法”，能够得到孔子“真传”的儒家书籍。

孔子 显学篇》说：“有子张之儒，以后的儒家，据《韩非子

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

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些儒家，有的也曾编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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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在《汉书 诸子略》中，即有《子思子》二十艺文志 三

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公孙

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等。其中有的已经亡佚，有

的即使流传下来，也未尊称为“经”，如《孙卿子》（《荀子 。秦

汉儒生所传《诗》、《礼》、《易》、《春秋》诸经经说，多出于荀子

，为什么《荀子》一书却不是“（汪中《述学 荀卿子通论 经”

呢？主要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含有多面性，它总能适合

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

主体。而荀子呢？他不法先王，轻视仁义，否认命运，不如孔、孟

传统儒学合用，所以始终未被后世“法定”为“经”。可知不是所

有儒家编著的书籍都叫做“经”，也不是所有流传下来封建专制政

府认为合法的书籍都叫做“经”，他是从以孔子著述为代表的儒家

书籍中挑选出来的。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中国封建专制

政府又从所有合法的儒家书籍中挑选一些增定为“经”，这样

“经”的领域也就逐渐扩张，而且有所增减变化了。汉代“以孝治

天下”，宣传封建宗法思想，利用血统作为政治团结的工具，于是

将《论语》、《孝经》“升格”，因为前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

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后者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这样，

连同原来“法定”的五经，称为“七经”（《后汉书 赵典传》

注）。到了唐代，处于封建帝国极盛时期，把极力主张贵贱尊卑区

别、认为阶级社会的秩序是“天道使然”的《五经正义》“钦命”

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又在“明经”科中设三《礼》（《周礼》、

、三《传》（《左传》、《《仪礼》、《礼记 公羊传》、《谷梁传 ，连

同《易》、《书》、《诗》而有“九经”之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举士 。唐文宗刻石经二九《选举考 ，“复刻十二经，立石国

学”，在“九经”外，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尔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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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孝经》，汉代已作为“七经”内容，《尔雅》则为春秋到西

汉初的儒家解说经传词义之书。宋仁宗时刻石经（“嘉祐石经”），

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孝

经》、《论语》、《孟子》九种，《孟子》也“升格”为“经”。此后，

宋儒提倡“忠、孝、节烈”，保护封建宗法制度，把《礼记》中的

《大学》、《中庸》抽出来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

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这样，《孟子》“升”为“经”，

而有“十三经”之名（“九经”之外，加《论语》、《孝经》、《孟

子》、《尔雅 。明成祖 “御敕”胡广等修《五永乐十二年

经四书大全》“颁行天下”，用封建教条来束缚思想。清康熙、乾

隆年间，又将这些经书多次“御纂”“、钦定”。可知“经”作为封

建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它的扩张是随着封建专制政府

需要而日渐扩张的。

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历代

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形

成“经学”。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封建统治阶

级内部各阶层的变化，思想领域也起变化，对“经典”的阐发和

议论也就各自赋有时代的特点，其盛衰、分合、争辩，往往与当

时封建政治相关联。西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今文经《春秋公

羊传》相牵合，用以巩固皇权。到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

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附。东汉时，立有博士的今文经学只讲

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

学”的古文经学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

压倒了今文经学。两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军阀混

战的时代，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既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

是一种以烦琐的训诂学为特色的“郑学”（郑玄之学），适合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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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

魏晋南北朝时，经学受玄学、佛教的影响，陆续编出比

“注”更详细的“义疏”。隋唐统一以后，唐太宗命孔颖达等编

《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宋代经学发展成为理学。元

仁宗以后，以宋儒经注取士，理学占统治地位。到清乾隆、嘉庆

时，学者继承古文学家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之于古籍

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今文经学盛行，康有为用

今文学说提倡变法维新。到了五四运动，摧毁封建文化，经学始

告结束。

两千多年的“经学”，就其阐释和议论的不同形式来看，是个

学术流派问题；就其阐释和议论的实质来看，又代表着不同的阶

级（阶层）利益。前者是“经学”的学术继承性，而后者则是

“经学”的阶级性。从这个意义来说，“经学”基本上是适应封建

统治阶级的需要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而产生

的精神武器，它内部各流派的斗争，则是历代地主阶级内部各阶

层展开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

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之所以注解“经书”，不敢

“离经叛道”，正是由于这些“经书”在当时是“法定”的，非根

据经书议论不可；经学各派之间的争论，所以都能以孔子为代表

的儒家“经典”为准绳，正是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含有

多面性，它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这

样，经学家解释“经书”就有了如下特点：

一是“唯经”，就是引经据典，本本是从。只允许把《四书》、

《五经》圣经贤传死记硬背，照本宣读。如果需要讲解，也只允许

谈个人对经书的体会，而不能发表与经典不同的意见。“经书”本

身仅供拜读，不容讨论，用记诵代替思考，用经文代替分析，围

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即欲有所作为，也要说成古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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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拼命到经书中去找寻根据。经书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

一是“唯上”，就是皇帝怎么讲，就怎么阐释。经学家每每揣

摩皇帝意旨言事“，御纂”“、钦定”各经，是皇帝统一思想的工具，

尽管所修之书，因循剿袭，为人讪笑，但还是“颁行天下”，“开

示蒙昧”，引为“盛事”。皇帝的权威也是不能动摇的。

“唯经”是从，“唯上”是听，势致窒息学术，禁锢思想，封

建主义的经学，名为研究，实为注疏，而且越来越烦琐，陷入死

胡同。

当然，也有个别经学家的思想并不属于统治阶级，如东汉的

王充，对东汉流行的阴阳五行学和谶纬学就加以反对。也有个别

经学家对当时盛行的“官学”表示不满，如清代戴震对理学的批

判。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个别的。对“经书”的阐

发和议论，毕竟以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指归。

中国封建社会造就的以经学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一直占

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和延续封建制度，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对限制新思想萌芽，阻滞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经学，经过五四运动的冲荡，它是终结了。但要清除几千年

来形成的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则仍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由

于经学在我国流传很久，在经书及其注释中保留了古代的历史和

思想资料，要批判地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还需要研究经学。作

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但作为当时的文化思想却不

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理。那么，批判和总结经学在中国文化

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开展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也是需要的。

《文史知识》 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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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吴派”

学派，是指具有特点大体相同的一群学者而言，一个人是形

成不了学派的。

学派的地域特点也较显著，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

延续性和地区的相对独立性，如清代的“吴派”、“皖派”。

章太炎在《訄书》重印本《清儒》中说：“其成学箸系统者，

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认为清代“继汉有作”，真正

“成学箸系统”的，要数吴、皖二派，这两派，称为“乾嘉学派”。

本文只想就吴派的治学特点及其渊源作一简单阐述。

吴派始于吴中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余萧客、江声、钱大听、王

鸣盛、江藩等都属这一派，他们很多是苏州及其邻近的“吴”人。

章太炎说：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

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

《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

精眇，不惑于谀闻。然亦汜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

祯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

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

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

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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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甘泉江藩复继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

者也。

为什么章太炎说到了吴派才“成学箸系统”呢？如所众知，清

代“汉学”是对空谈心性的宋学盛行而汉族人民遭到满洲贵族压

迫的情况下“复兴”的，顾炎武是其开创者。他提出“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明流变，求

佐证，从文字音韵入手，考核古书古事。此后，阎若璩、胡渭吸

取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扬汉抑宋，辨

伪考据。但顾炎武只是开其端，阎、胡“引经据古”、“祛千古之

大疑”，还没有“成学箸系统”，皮锡瑞就批评阎若璩“：据古文以
，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 能够自成体系，

具有自己的治学方法、学术风格的，则是吴派。当时就有人说：

“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

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惠栋），

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

吴派的治学特点是，由文字音训以求经义，搜集汉儒经说加

以疏通。他们推崇顾炎武的古音研究，王鸣盛说：“古音之变化久

矣，⋯⋯而亭林顾氏复大畅其说，作《音学五书》，分古音为十部，

条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顾氏其谁与归。”他

们继承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而加以条理发展，施之于古代典籍整理

和语言文字研究。他们认为，汉代“去古未远”，应该搜稽并遵从

其经说，甚至说是“凡古必真”，惟汉是从，皮锡瑞称之为：“栋

所造尤邃，⋯⋯论者拟之汉儒，若何劭公、服子慎之间”，把他拟

①章太炎：《清儒》，见《訄书》重印本第十二。

②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③任兆麟：《余仲林墓志铭》，《有竹居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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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汉儒，可置于东汉何休、服虔之间。

惠栋一宗汉儒经说，说是“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

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
， 。由官，与经平行 于儒家经学，自西汉武帝以降，一直是封建

文化的主体，为历来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崇奉，在不同时期也

有不同经说，魏晋以后，中经动乱，汉儒经说渐渐混淆湮散。宋

代理学盛行，空谈心性，与汉学完全异趣。元、明又宗宋学，清

初“御纂”“、钦定”诸经，虽说“采录先儒之说”，实重宋学。惠

栋揭橥汉学，就有着自己的宗旨，并和宋学抗衡，所以章太炎说

是能“成学箸系统”。

然而，当时宋学高踞堂庙，科举考试“只尊朱子”，一些知识

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宋学的影响，吴派尽管标榜汉学，论者还

以惠栋“拟之汉儒”，但惠栋《红豆山斋楹帖》却是“六经宗孔、

，孟，百行法程、朱。 那么，他们对汉学虽尊奉，但对宋学也曾

涉猎；他们专治汉学，也每在考试及第以后，所以有人说他没有

真正“薄宋儒”。

如上所述，吴派主张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证明，以阐明

经书大义，他们确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对辑

集古训、疏通经义，有其贡献。他们治学，又旁及史学和文学，如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史学名著，《蛾术编》对中国古代制度、

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均有考证，钱大昕更是“不专治

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于天文、历算、文字、

音韵、词章都有建树，《二十二史考异》也体例严谨，考核精细，

他们尊崇汉儒，注重考证，具有特色。当然，汉儒离古较近，辑

①惠栋：《九经古义 首说》。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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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汉训，有其源由；但汉儒旧训，也不都是正确，不能“见异于

今者则从之”，而“不论是非”。因此，吴派的特点是渊博，而其

缺点则保守。有人批评吴派：“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

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有其一定道理。

还需指出的是，清代汉学开创于顾炎武，顾炎武原以“博学

于文，行己有耻”并重，他的“复兴”汉学，有其反抗满洲贵族

统治的意义。阎若璩、胡渭以后，已经侧重“博学于文”而阉割

了顾氏的经世涵义。到了吴派，也就迷失了顾氏的本意。吴派传

人江藩写《汉学师承记》，即首举阎若璩、胡渭，而将顾炎武、黄

宗羲列为末卷作附。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梨洲乃蕺山之学，矫

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

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

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二、“甲申、乙酉之变，

二君策名于波浪砺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

挽人心，发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

有不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东林之党人，

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熏胥之
，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 。第一个理由，不是列为附录的真正理

由，如果说，因为顾“深入宋儒之室”，而有“骑墙之见”，那么，

清代乾嘉学者，哪一个不曾读过“四子书”，哪一个从小不受过宋

学的熏陶？惠栋不是也“百行法程、朱”吗？倒是第二个理由，暴

露了江藩的主旨。他是因为顾炎武“不顺天命，强挽人心”，是因

为顾炎武是“前朝遗民”而不能入“国史儒林”的。从清朝统治

者看来，自然抵御“顽民”唯恐不力。明明是《汉学师承记》，也

数典忘祖，将仕宦清朝的阎若璩、胡渭列入首卷了。那么，乾嘉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附《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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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回避或阉割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内容，固然是由

于清政府的政治压力，使他们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但它又总是

受经学家世界观的直接支配。

尽管如此，吴派毕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有其

不容磨灭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文化，探讨清代学术，就不能忽

视吴派。

应吴文化公园学术指导委员会“笔谈吴学”之约，就清代吴

派略抒一二。

年《历史教学问题》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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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国学”和《国学概论》

清朝末叶，旅居日本的章太炎和国内的邓实等鼓吹“国学”、

民国年间，章太炎又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 、苏州讲学。有人

将他的讲稿编成《国学概论》流传至今“。国学”“、国粹”为什么

在清季兴起，对《国学概论》又该如何评价，这是本文准备探讨

的问题。

一

章太炎于 年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又组

织了“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在上海，也由邓实等创刊了

《国粹学报》。什么叫“国学”？《民报》第七号《国学讲习会序》称：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

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

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

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

乎 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

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

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

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

定理也。”以“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并以“国学”的兴亡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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